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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城镇化地区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 

耦合协调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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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该文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从人地系统角度出发，

将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分别作为子系统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二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和耦合协调关系，并借鉴强

化理论探究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对生计策略的反馈机理。结果表明：1）不同类型农户在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的耦合关

系和耦合协调关系方面存在差异：耦合关系方面，4 种类型农户的耦合度集中在 0.4～0.5 范围内，处于拮抗阶段，其中，

专业农业型农户 高，为 0.480 7；耦合协调关系方面，专业农业型农户耦合协调度为 0.545 9，处于高度耦合协调阶段，

其余 3 种类型农户耦合协调度集中在 0.4～0.5 范围内，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2）专业农业型和农业兼业型农户的耦合

协调度和土地利用效应较高，其保持原有生计策略的户数比例小于 50%；非农兼业型和传统农业型农户的耦合协调度和

土地利用效应较低，其保持原有生计策略的户数比例大于 50%。3）专业农业型的生计策略有助于提高农户生计水平和促

进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吸引力较大。研究结果可为实现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重要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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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当前世界人口数量加速增长、资源在地域上和

时间上供应失调、环境污染扩大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

人地关系研究开始引起广大学者的关注[1]。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伴随着中国进入快速城镇化阶段以及土地流转

政策的实施，农户不再以传统农业生产作为唯一生计策

略，开始向着非农化、兼业化、农业专业化方向发展，

而农户作为耕地经营的主体，其生计策略改变与耕地利

用有着密切的关系[2]。和谐的人地关系有助于实现社会生

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相和谐、经济再生与自然再生相和谐、

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3]。因

此，探讨城镇化背景下不同类型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的

相互作用关系对于实现农户可持续发展和土地资源合理

利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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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国内外

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一方面侧重探讨农户生计策略

改变对土地利用行为的影响，如农户兼业[4-5]、生计多样

化[6-7]、生计非农化[8-9]等导致不同的土地利用变化及效率

差异；另一方面侧重研究某种单一土地利用变化对农户

生计策略的反作用关系，如土地流转[10-11]、土地改革[12-13]、

湿地退耕还湿[14]、种植类型[15-17]等土地利用变化对生计

策略的影响。以上研究均是将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中的

一个作为另一个变化的驱动因素，在研究过程中割裂了

二者的系统关系[18]。人地系统是由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 2

个子系统交错构成的复杂的、开放的巨系统，具体就是

人与地在特定地域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

动态结构[1]。因此，农户生计策略改变必然会对土地利用

产生影响，而土地利用的变化也会反作用于生计策略，

二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近年来，有国外学者开

始关注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的共生关系[19-20]，认为

二者不是独立的，而是存在复杂的耦合关系，国内对此 

方面研究较少，主要侧重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的独

立研究[21-22]或单向影响[4-6, 8-11, 14]，建立了农户生计策略对

土地利用变化的作用框架[6]，但缺乏二者之间耦合关系的

系统研究以及土地利用综合变化对生计策略的反馈机理

·土地整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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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上海市青浦区作为中国发达地区之一，在城镇化背

景下农户生计策略分化速度较快，出现了多种形态，由

此引发的土地利用变化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具 

有很好的代表意义和研究意义。因此，本文以上海市青

浦区为例，将农户生计策略划分为 5 种类型（传统农业

型、专业农业型、农业兼业型、非农兼业型和非农型），

从人地系统角度出发，将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

分别作为 2 个子系统，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协调度

模型，构建“人—地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不同

类型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之间的耦合度以及耦

合协调度，揭示二者之间的相互适应性，在此基础上，

引入斯金纳强化理论[23]，分析农户土地利用对其生计的

反馈机理，为实现农户生计转型、土地资源合理利用以

及二者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上海市青浦区地处上海市西郊（12053ʹ～12117ʹE，

3059ʹ～3116ʹN），太湖下游，黄浦江上游，土地面积共

669.77 km2，占上海市总面积的 1/10。境内地势平坦，水

系丰富，海拔 2.8～3.5 m，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和湿

润，日照充足，雨水丰沛，农业较发达。青浦区共有夏

阳、盈浦、香花桥 3 个街道和朱家角镇、赵巷镇、徐泾

镇、华新镇、重固镇、白鹤镇、练塘镇、金泽镇 8 个镇，

辖 184 个行政村和 85 个居民委员会。据统计，2016 年末

全区户籍人口 47.8 万人，其中非农人口 35.0 万人，占全

区总人口数的 73.22%。青浦区 2016 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939.7 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 21.1 亿元，实现粮食

总产量 7.3 万 t，粮食播种面积 1.0 万 hm2，其中水稻种植

面积 0.8 万 hm2。 

1.2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在 2016 年 4 月和 8 月对上海市

青浦区农户进行的 2 次有关生计和土地利用状况的实地

调研中获取的。根据抽样点具有代表性的原则，分别在

青浦区东西两翼选取 2 个镇作为采样点：东翼代表为白

鹤镇和重固镇，西翼代表为金泽镇和练塘镇，每镇随机

选取 3 个村，共发放 372 份问卷，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农

户家庭基本情况、生计资本拥有状况、现有土地资产及

其利用情况、未来的生计意愿等。在调查过程中采用参

与式调查法，与农户进行面对面访问，并向当地农业技

术中心有关专家进行了咨询，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回

收有效问卷 363 份，回收率为 97.6%。 

2  研究方法 

2.1  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划分 

从已有研究来看，根据研究区域、时期以及目的等

不同，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划分的标准各不相同。参考已

有研究成果[24-25]，本文首先根据谋生方式中是否有非农

活动，将农业型农户筛选出来，按照土地经营方式的不 

同划分为传统农业型和专业农业型，然后将剩余农户的

生计策略类型按照经济收入来源结构，即农业收入和非

农收入的比例，将其划分为农业兼业型、非农兼业型和

非农型。综上所述，本文将样本区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划

分为传统农业型、专业农业型、农业兼业型、非农兼业

型和非农型等 5 种（表 1）。 
 

表 1  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划分标准 
Table 1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for rural household  

livelihood strategy types 

生计策略类型 
Livelihood strategy 

types 

土地经营方式 
Land management 

modes 

谋生方式 
Ways of  

making living 

主要收入来源及比例
Main source and 

proportion of income

传统农业型 
Conventional 

agriculture type 
自主经营 农业 农业收入≥90% 

专业农业型 
Specialized 

agriculture type 
雇佣经营 农业 农业收入≥90% 

农业兼业型 
Agriculture-depende

nt type 
— 

农业（主）+ 
非农 

50%≤农业收入

90% 

非农兼业型 
Non-agriculture-dep

endent type 
— 

非农（主）+ 
农业 

50%≤非农收入
<90% 

非农型 
Non-agriculture type

— 非农 非农收入≥90% 

注：由于非农型农户无农业活动，故本文对于生计策略和土地利用行为作用

关系的研究仅涉及前 4 种农户类型。 
Note: Due to non-agriculture households have no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th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land use behavior is only 
related to the first four types of farmers. 

 

2.2  构建农户生计策略—土地利用行为综合评价指标

体系 

农户生计策略—土地利用行为系统是一个相互作

用、相互影响的人地系统。依据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提出的可持续生

计框架，农户生计策略是指其资本组合和使用方式，由

自身所拥有的生计资本状况决定，而生计资本是该框架

的核心，是农户拥有的选择机会、采用的生计策略和抵

御生计风险的基础，也是获得积极生计成果的必要条件
[26]，并且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生计资本存在显著差

异[21]，因此，生计资本状况可作为农户生计策略的代表。

已有研究表明，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

存在显著差异[4-5]，进而产生不同的生态—经济—社会效

应[27]，即土地利用综合效应，因此，农户土地利用行为

可由土地利用效应来表征。综上所述，本文将生计策略

和土地利用行为 2 个子系统作为农户生计策略—土地利

用行为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目标层，从生计资本角

度选取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

会资本[26]等 5 个准则层指标来反映农户生计策略，从土

地利用效应角度选取生态效应、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28]

等 3 个准则层指标来表征农户不同的土地利用行为。根

据选取指标具有科学性、代表性等原则，结合研究区实

际情况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共筛选出 23 个评价指标（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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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农户生计策略-土地利用行为系统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weights of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land use behavior 

目标层 
Target 
layer 

准则层 
Criteria 

layer 

准则层 
权重 

Weights 
of criteria 

layer 

指标层 
Index layer 

指标

属性
Index 

attribute

指标层

权重 
Weights 
of index 

layer 

户均拥有耕地面积/hm2 + 0.011 3自然资本 
Natural 
capital 

0.141 5 
户均实际耕种面积/hm2 + 0.130 2

家庭整体劳动能力 + 0.031 3

户主受教育程度 + 0.053 9
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 

0.095 6 

户主年龄  0.010 4

住房情况 + 0.067 4

生产性工具数量 + 0.040 5
物质资本 
Physical 
capital 

0.174 2 

耐用消费品数量 + 0.066 3

户均家庭年收入/万元 + 0.130 2

补贴机会 + 0.108 0
金融资本 
Financial 

capital 
0.455 6 

无偿帮助 + 0.217 4

家中有无干部 + 0.059 5

生计策略 
Livelihoo
d strategy 

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0.132 3 
参加社区组织 + 0.072 8

冬前深翻占比/% + 0.035 8

种植绿肥占比/% + 0.081 9

氮投入/（kg·hm2）  0.042 0

生态效应 
Ecological 

effect 
0.240 8 

农药投入/（元·hm2）  0.081 1

地均粮食产量/（t·hm2） + 0.060 7

地均粮食产值/ 
（万元·hm2） 

+ 0.060 2
经济效应 
Economic 

effect 
0.511 8 

农户年均纯收入/万元 + 0.390 9

家庭务农人数占比/% + 0.049 1

人均耕地面积/hm2 + 0.188 9

土地 
利用行为 
Land use 
behavior 

社会效应 
Social 
effect 

0.247 4 

农业机械化指数 + 0.009 4

 

2.3  数据标准化与指标权重确定 

首先，为消除量纲不同对量化结果的影响，本文采

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min

max min

ij i
ij

i i

x x
r

x x





（正向指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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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逆向指标） （2） 

式中 xij和 rij分别为第 j个量化对象第 i项指标的原始数值

和标准化后的数值，ximin和 ximax分别为第 i 项指标的 小

值和 大值。 

为了使指标权重更加科学合理，本文采用主客观相

结合的方法来确定。首先应用层次分析法（AHP）和熵

权法[29]分别计算指标权重，然后运用乘法归一化公式计

算各指标的组合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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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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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式中 wi1 和 wi2 分别为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计算得到

的第 i 项指标的权重值，m 为指标个数。 

通过以上步骤可以得到指标层对目标层的组合权重

值，准则层对目标层的权重则由指标层权重相加得到

（表 2）。 

在各项指标标准化和权重确定的基础上，农户生计

策略和土地利用行为 2 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公式分别为： 

 1

( )
m

i i
i

f x a x


 
 

（4） 

 1

( )
n

j j
j

g y b y


 
 

（5） 

式中 ix ， jy 分别表示子系统各评价指标的标准化数值，

ia ， jb 分别为各指标的权重，m，n 分别为 2 个子系统

的评价指标个数， ( )f x ， ( )g y 分别为 2 个子系统的评

价结果。 
2.4  耦合度模型 

耦合度是物理学中的概念，用来描述系统或系统内

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程度[30]。借鉴耦合度

函数，构建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耦合度模型为： 

 
 ( ) ( ) / ( ) ( )C f x g y f x g y  

 
（6） 

式中 C 表示耦合度，其值介于 0～1 之间，当 C=0 时，说

明农户生计策略和土地利用行为 2 个系统之间不存在耦

合关系；当 C=1 时，耦合度值 大，说明 2 个子系统达

到了良性耦合状态。借鉴相关研究[31-32]，将耦合度值划

分为 4 个等级：当 0<C≤0.3 时，表示农户生计策略和土

地利用行为 2 个子系统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当 0.3<C≤

0.5 时，表示 2 个子系统处于拮抗阶段；当 0.5<C≤0.8 时，

表示 2 个子系统处于磨合阶段；当 0.8<C≤1，表示 2 个

子系统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 

2.5  耦合协调度模型 

由于耦合度模型只能量化系统或系统内部各要素之

间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而相互作用的协调程度高低无

法表明，耦合协调度可以用来度量系统或系统内部各要

素之间在发展过程中的协调程度[30]，因此，引入耦合协

调度模型来反映农户生计策略和土地利用行为 2 个子系

统的协调发展水平，更好地评判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

系，模型形式为： 

 , ( ) ( )D C T T f x g y      （7） 

式中 D 表示耦合协调度，C 表示耦合度，T 表示农户生

计策略—土地利用行为系统综合评价指数，α、 为待定

系数，二者的取值通常取决于各子系统在系统中的重要

程度，由于在人地关系研究中人与土地 2 个子系统的地

位同等重要，即二者对人地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程度

是相同的[1]，因此 α、 均取值为 0.5。同样，耦合协调度

值也可划分为 4 个等级：当 0<D≤0.3 时，表示农户生计

策略和土地利用行为 2 个子系统处于低度耦合协调阶段；

当 0.3<D≤0.5 时，表示 2 个子系统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

段；当 0.5<D≤0.8 时，表示 2 个子系统处于高度耦合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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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阶段；当 0.8<D≤1，表示 2 个子系统处于极度耦合协 

调阶段。 

2.6  斯金纳强化理论在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对生计策略

影响分析中的应用 

强化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斯金纳

（Burrhus Frederic Skinner）等人提出的一种理论，也叫

做行为修正理论。所谓强化，指的是对一种行为的肯定

或否定的后果（报酬或惩罚），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这种行为在今后是否会重复发生。根据强化的性质和目 

的可以把强化分为积极强化和消极强化：积极强化是指 

当人们采取某种行为时，能得到某种令其感到愉快的结

果，这种结果反过来又可以成为推进人们趋向或重复此

行为的力量，该结果作为一种刺激物称为积极强化物，

它增强了某种行为发生的概率；消极强化是指通过某种

不符合要求的行为所引起的不愉快的后果，对该行为予

以否定，这种不愉快的后果称为消极强化物，它降低了

某种行为发生的概率[23]。 

根据人地关系论，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是

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土地利用综合效应和耦合协调

度作为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结果会对其生计策略产生一

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在此借鉴斯金纳强化理论，将土

地利用综合效应和耦合协调度作为某种刺激物，以此探

究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对生计策略的反馈机理。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户生计策略—土地利用行为系统耦合关系分析 

耦合关系方面，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

行为之间的耦合度大小顺序为专业农业型、农业兼业型、

传统农业型和非农兼业型，差异虽然不是很大，但仍能

反映出实际情况：专业农业型农户生计重心主要集中在

农业生产方面，以规模经营为主，其所拥有的生计资本

全部或者大部分用来进行土地投资，该类型农户被冠以

“新型职业农民”的称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之

间的关联性较强，因此，耦合度值在 4 种类型农户中较

高，为 0.480 7；农业兼业型与传统农业型农户在生计策

略与土地利用行为的耦合度方面差异不大，原因是 2 种

类型农户虽然均以农业生产作为主要生计活动，但经营

规模通常小于专业农业型，专业性较弱，并且农业兼业

型农户除了从事农业生产，还进行非农活动，因此生计

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之间的关联性低于专业农业型农

户；非农兼业型农户以非农生产为主，农业生产为辅，

其生计资本的分配主要侧重非农活动，经营土地并不是

生计的重点，因此该类型农户的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

为之间的关联性较弱，耦合度值较低。 

总体来看，对照耦合度划分等级，4 种类型农户的耦

合度值主要集中在 0.4～0.5 范围内，属于拮抗阶段。其

中，专业农业型农户耦合度 高，表明该类型农户生计

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之间的关联性 强，二者之间的相

互作用关系在未来会很快进入磨合期，趋向一种新的良 

性耦合发展阶段。 

3.2  农户生计策略—土地利用行为系统耦合协调关系

分析 

耦合协调关系方面，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

利用行为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差异较为明显，其大小顺序

为专业农业型、农业兼业型、非农兼业型、传统农业型。

主要原因是专业农业型农户的人均耕地面积较大，青浦

区农业技术中心的相关人员会定期对规模化经营农户进

行农业培训或技术指导，使其耕作更为科学，以合理的

投入获取 大的产量，利用更多先进的农业机械（如滴 

灌设备、打药机等）实现农业现代化经营，因此，土地

利用的生态效应和经济效应较高；除此之外，该类型农

户的家庭务农人数、人均耕地面积和农业机械化指数等 3

项社会效应指标均处于较高水平，因此，专业农业型农

户的土地利用效应在 4 种类型农户中 高，为 0.774 1。

由于规模效应，该类型农户在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

融资本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并且，专业农业型农户户

主文化水平一般较高，年龄多在 25～45 岁之间，在人力

资本方面也存在优势，因此其生计资本总值 高，综合

评价指数 T 值为 0.622 0，远高于其他 3 种类型农户，耦

合协调度为 0.545 9，表明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的协

调发展水平处于高度耦合协调阶段，二者之间互相促进，

和谐发展。农业兼业型农户与专业农业型农户相同，从

事农业生产以获取经营利润为目的，受技术、资金、经

营规模等条件的限制，土地利用效应略低于专业农业型

农户，但其生计资本状况的改善主要依赖农业生产，因

此，该类型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的协调发展程

度高于传统农业型和非农兼业型农户而低于专业农业型

农户，为 0.460 1，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非农兼业型

农户生计资本总值较高，但由于该类型农户耕地面积相

对较小，从事农业生产主要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的，耕

地利用比较粗放，因此，土地利用综合效应相对不高，

为 0.432 5，其生计资本状况的改善并非依赖农业生产，

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为

0.439 7，也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传统农业型农户受

技术水平的限制，认为投入越多，产出越多，因此，农

药和化肥使用量过多，造成土地利用的生态效应和经济

效应不高，除此之外，该类农户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农

业机械使用量不大，因此社会效应也不高，其土地利用

效应在 4 种类型农户中 低，为 0.423 9，生计资本总值

为 0.269 1，也处于 低水平，说明从事农业生产对于农

户生计资本状况的改善效果不明显，二者并未向各自有

利的方向发展，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的耦合协调度

值 低，为 0.406 3，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 

总体来看，对照耦合协调度划分等级，专业农业型

农户的生计策略和土地利用行为 2 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 

协调度 高，处于高度耦合协调阶段，二者呈良性协调

发展状态；其余 3 种类型农户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耦合

协调阶段，其中，传统农业型农户的耦合协调度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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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农户生计策略—土地利用行为系统耦合度和 

耦合协调度评价结果 
Table 3  Evaluation results of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land use behavior 

生计策略 
类型 

Livelihood 
strategy types 

生计策略评 

价指数 
Livelihood 

strategy 
evaluation 
index f(x) 

土地利用行为

评价指数 
Land use 
behavior 

evaluation  
index g(y) 

综合评价 
指数 

Comprehe
nsive  

evaluation 
index T 

耦合 
度 

Coupling 
degree  

C 

耦合协调

度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D

传统农业型 0.269 1 0.423 9 0.346 5 0.478 5 0.406 3 

专业农业型 0.469 8 0.774 1 0.622 0 0.480 7 0.545 9 

农业兼业型 0.333 5 0.546 2 0.439 9 0.479 3 0.460 1 

非农兼业型 0.380 7 0.432 5 0.406 6 0.477 9 0.439 7 

 

3.3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对生计策略的影响机理分析 

在耦合协调度模型的基础上，计算得出不同生计类

型农户的土地利用综合效应以及生计策略和土地利用行

为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二者作为农户利用耕地产生的结

果，必然会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变化，其中，改变生计

策略包括扩大耕地规模和加大耕地投入 2 个方面的内容

（表 4）。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在 4 种生计类型农户中，随着

土地利用效应和耦合协调度值的增大，保持原有生计策

略的农户比例随之减小，改变原有生计策略的农户比例

随之升高。 
根据斯金纳强化理论中对刺激物的分类，结合农户

生计意愿统计结果，本文尝试以农户保持生计策略的比

例 50%为界限，划分积极强化物和消极强化物：对于专

业农业型农户和农业兼业型农户，土地利用综合效应和

耦合协调度值较高，作为积极强化物对农户起积极强化

作用，推进农户扩大耕地规模或加大投入，使之趋向于

更大规模的经营；对于非农兼业型农户和传统农业型农

户，土地利用综合效应和耦合协调度值相对较低，作为

消极强化物对农户起消极强化作用，抑制农户扩大耕地

规模或加大投入，使之保持原状或在原有基础上降低原

行为的发生率。 
 

表 4  农户土地利用结果与生计意愿描述统计 
Table 4  Land use results and livelihood willingness of farmers 

改变生计策略户数及比例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farmers changing original livelihood strategy

保持生计策略户数及比例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farmers keeping original  

livelihood strategy 
扩大耕地规模 

Enlarge the scale of cultivated land 
加大耕地投入 

Increase the input of cultivated land

生计策略类型 
Livelihood  

strategy types 

调查户数 
Investigation 

amount 

土地利效应
Land use 

effect 

耦合协调度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户数 
Number 

比例 
Proportion/%

户数 
Number 

比例 
Proportion/% 

户数 
Number 

比例 
Proportion/%

专业农业型 9 0.774 1 0.545 9 1 11.11 8 88.89 5 55.56 

农业兼业型 134 0.546 2 0.460 1 38 28.36 96 71.64 42 31.34 

非农兼业型 87 0.432 5 0.439 7 75 86.21 5 5.75 9 10.35 

传统农业型 58 0.423 9 0.406 3 51 87.93 7 12.07 3 5.17 

 

通过调查发现，出现该现象的原因与农户自身条件

及家庭生计目标密切相关：专业农业型农户户主文化水

平较高，年龄较其他类型农户小，以追求耕地规模经营

产生的经济利润为生计目标，并且定期接受当地农业技

术中心的相关培训，故土地利用综合效应在 4 种类型农

户中 高，为 0.774 1，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的耦合

协调性好，耦合协调度为 0.545 9。加之青浦区对规模经

营农户实施的各项耕地补贴政策的促进作用，该类农户

愿意继续扩大原有规模或加大农地投入以期获取更高的

经济利益。农业兼业型农户与专业农业型农户相同，以

粮食出售获取利润为农业生产目标，因其耕地规模和农

业技术水平低于专业农业型农户，因此土地利用综合效

应和耦合协调度值稍低，分别为 0.546 2 和 0.460 1，二者

作为积极强化物使得趋向于规模经营的农户比例也保持

较高的水平。 

传统农业型农户一般为年纪较大的老人，与子女分开

生活，受资本、年龄、文化水平等条件的限制，以追求温

饱生活为生计目标，土地利用综合效应不高，为 0.423 9，

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的耦合协调性差，因此，受客

观条件所限，该类型农户扩大耕地面积或加大耕地投入

的意愿不强烈，保持原有生计策略的农户比例较其 

他类型农户高，为 87.93%。非农兼业型农户的耕地利用

较为粗放，土地利用综合效应不高，为 0.432 5，但其从

事农业生产主要以满足家庭需要为目标，无需改变原有

的生计策略，故保持原有生计策略的农户占比较高。 

4  结  论 

本文从人—地系统的角度出发，将农户生计策略和

土地利用行为作为 2 个子系统，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

合协调度模型，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构建了农户生计

策略—土地利用行为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二者之间的

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协调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引入斯

金纳强化理论，分析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对生计策略的反

馈机理。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不同类型农户在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的耦合

关系和耦合协调关系方面存在差异。耦合关系方面，不

同类型农户的耦合度集中在 0.4～0.5 范围内，属于拮抗

阶段，其中，专业农业型农户 高，为 0.480 7，表明该

类型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之间的关联性 强；

耦合协调关系方面，专业农业型农户耦合协调度为

0.545 9，处于高度耦合协调阶段，表明其生计策略与土

地利用行为的协调发展状态良好，具有较高的可持续性，

其余 3 种类型农户耦合协调度集中在 0.4～0.5 范围内，

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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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协调发展程度的高

低以及土地利用效应对农户生计策略有显著影响。依据

斯金纳强化理论，对于专业农业型和农业兼业型农户，

土地利用综合效应和耦合协调度较高，作为积极强化物

对农户起积极强化作用，促使 50%以上的农户趋向更大

规模的经营方向发展；对于非农兼业型和传统农业型农

户，土地利用综合效应和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则作为

消极强化物对农户起消极强化作用，抑制 50%以上的农

户扩大耕地规模或加大耕地投入，出现该现象的原因与

农户自身条件及家庭生计目标密切相关。 

3）专业农业型农户在生计资本、土地利用效应以及

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的耦合协调度等方面均优于其

他类型农户，表明专业农业型的生计策略有利于提高农 

户的生计水平和促进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调查结果显

示 71.64%的农业兼业型农户在今后的农业生产中有继续

扩大耕地面积的意向，说明专业农业型的生计策略对农

户有较大的吸引力。 

研究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

关系，可为提高农户生计水平、合理利用耕地资源提供

参考，同时也可以为政府相关部门出台农业政策提供借

鉴。本文以中国东部发达地区—上海市青浦区为例，从

耦合关系和耦合协调关系方面对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

用行为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了量化研究，突破了已有研

究主要探讨二者之间单向影响的局限；以斯金纳强化理

论为支撑，本文尝试以农户保持生计策略的比例 50%为

界限，将耦合协调度和土地利用效应划分积极强化物和

消极强化物，阐明了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对生计策略选择

的影响机理。 

本文存在不足之处主要以下 2 点：首先，限于篇幅

原因，本文仅以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分化较快的发达地区

为例进行研究，未对中等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进行对

比，为了全面了解中国的整体情况，这是下一步研究的

重点和方向；其次，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主要

参考已有研究，但通过计算结果可以看出等级划分的跨

度稍大，没有很好地区别出不同生计类型农户之间的差

异，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细化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

等级划分，以便更加精确地反映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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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land use behavior of farmers in rapid urbanizati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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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their land use behaviorconstitute a complex human-earth system and the 
intera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tween them are becoming matters of concern.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ir interrelationshipand the feedback mechanism of farmers’ land use behavior to their livelihood 
strategiesin Qingpu District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western suburbs of Shanghai City. The data used were from 363 valid 
questionnaires concerning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land use behavior.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was used to reveal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ers’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land use behavior, 
and Skinner reinforcement theorywas introduced to explainthe feedback mechanism of the comprehensive land use change of 
farmers to their livelihood strategi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Therewere differences in coupling relationship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land use behavior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s. In terms of 
coupling relationship, the coupling degree of the 4 types of farmers was within the range of 0.4-0.5 which was in the 
antagonistic stage. Among them, the coupling degree of specialized agriculture households was the highest,which indic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velihood strategy and land use behavior was the strongest,while that of non-agriculture-dependent 
households was the lowest. In term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specialized agriculture households were in the 
highly coupled coordination stage, indicating that their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land use behavior developed harmoniously 
and sustainably. The other 3 types of households were in the moderate coupling coordination stage.Combining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degree, specialized agriculture households were in the medium-high stage, while the other 3 types of 
farmers were in the medium-mediumstage.2)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land use behavior 
and land use effec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ies.According to Skinner reinforcement theory, for 
specialized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e-dependent households, land use effect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were higher 
and played a positive role on farmers as a positive reinforcement, which promoted them to expand the scale of cultivated land 
or increase investment and tend to scale management, while for non-agriculture-dependent and conventional agriculture 
households, land use effect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were relatively low and played a negative role on farmers as a 
negative reinforcement, which restrained them from expanding the scale of cultivated land or increasing investmentand kept or 
reduced the incidence of their original behavior. We concluded that the cause of this phenomenon was closely related to 
farmers’ own conditions and livelihood goals of their families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3)The system of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iesand land use behavior was a complex and giant system in which the two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and 
influenced mutually, and its internal coordination was the key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and land. In Qingpu 
District, the livelihood strategy of specialized agriculture had contributed to improving the livelihood level of farmers, 
promoting the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and enhanc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which had great attractionto farmers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helpful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land use behavior in Qingpu District, and provide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land use; rural areas; models; farmers’ livelihood; human-earth system;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